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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植物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两条腿 , 在中国传统农业 中 , 动物生产的这条腿短 , 而
植物生产的那条腿长 , 故称为破脚农业 。 然 而 , 破足并非是先天所具有的 , 而是后天
形成的 。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区牛的放牧方式的演变来探讨玻足农业的形成 。 作者
认为 , 中国农区耕牛的放软方式经过 了一个由牲牛 、到放牛再到魔牛的过程 。 而它的
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 , 用 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 。 此长彼消
的结果 , 导致了中国玻足农业的形成 。
中国农业给人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畜牧业不发达 。 但若说这种情况 自古已然 , 则未必 。
“谁谓尔无羊 , 三百维群 ;谁谓尔无牛 , 九十其停⋯⋯ 。 ” ‘卫 牲畜的多少 曾是贫富的标志 , “问庶
人之富 , 数畜以对” º , 故陶朱公劝椅顿说 : “子欲速富 , 当畜五件” » 。 可见历史上曾经有过畜牧
业相当发达的时期 。 “冰冻三尺 , 非一旧之寒” , 牧歌的消失有个过程 , 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
的时间 。 它与传统农业 (这里主要指种植业 , 特别是粮食种植 )有着密切的关 系 , 可 以说 , 中国
农区畜牧业衰落的过程就是农业增长的过程 ‘
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都需要在一定数量的土地上进行 。 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农
业用地的面积大了 , 也就意味着用于养畜的面积少了 。 而当所有的土地都用作种植业 , 生产供
人类食用的粮食的时候 , 也就意味着畜牧业的消失 。 中国畜牧业最初也有 自己专门的用地 , 可
是牧地却慢慢地被谷物种植业所蚕食 , 进而被迫与种植业之间轮流用地 , 但轮流用地也未能长
期存在下去 , 随着谷物种植业的发展 , 特别是复种指数的提高 , 牲畜最终被迫从耕地上赶走 , 并
被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。
养牛业最能反映中国畜牧业萎缩的过程 , 这个过程从对牛的饲养管理上 , 经历了牧牛 、放
牛到糜牛三个阶段 。 而它的背后就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逐渐减少 。
牧 牛




牧牛这个阶段 , 还是一个独立的产业 , 它并不依附于种植业 , 为种植业提供畜力 , 以至有牛 “至
于老不穿鼻者 ” ¹ , 就如同养猪 、养羊一样 , 它的价值在于肉和奶 。
作为一个独立产业 , 必须要有专用牧场 (软田 ) , 历史上或称为“牛田 ” 。 牛田的存在是牧牛
的先决条件 。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种植业和畜牧业平分土地的时候 。 《周礼》: “以岁时稽其人
民 , 而授之田野 ” , “辨其野之土上地 、中地 、下地 , 以颁 田里 。 上地 , 夫一崖 , 田百亩 , 莱五十亩 ,
余夫亦如之 ;中地 , 夫一座 , 田百亩 , 莱百亩 , 余夫亦如之 ; 下地 , 夫一座 , 田百亩 , 莱二百亩 , 余夫
亦如之 ” º 。 这里的田 , 即用来种植的田地 ;而莱则是用于休闲放牧的草地 。 田和莱的比例分
别是 10 : 50 ; 10 : 10 ; 10 : 20 。 也就是说 , 在《周礼》中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是大
体相 同的 。
以后 , 尽管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在缩小 , 但毕竟还保留了一部分的牧地面积 。 这一部分面
积除了用于直接放牧之外 , 还可能种植牧草 , 供牲畜越冬 。 秦国法律规定 , 农民在受田之后 , 不
管垦种与否 , 每顷收当三石 、稿二石 , 用作牲畜的饲料» ,这证明当时秦国还有专门的牧地 。 崔
是《四民月令》曰 :八月 “XlJ 崔苇 、当菱” 。 当菱 , 即用作牲畜的干饲料 。 晋朝时的占田制中有所
谓“自革之田” 。 “平昊之后 , 有司又奏诏书 : 王公以国为家 , 京城不宜有田宅 , 今未暇作诸国邸 ,
当使城中有往来处 , 近郊有当菜之田 。 今可限之 : 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 , 近郊 田大国十
五顷 ,次 国十顷 , 小国七顷 。 ”¼这分别为十五顷 、十顷和七顷的当革之 田 , 到底在这些 国王公侯
所占土中占有多大的比例 , 由于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, 不得而知。
北魏人实行均田制时 , 也把牛作为分田的依据 , 规定 : “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 四十亩 , 妇
人二十亩 。 奴脾依 良人 。 丁牛一头 , 受田三十亩 , 限四牛 。 所受之田率倍之 , 三易之田再倍之 ,
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”½ 。 北齐均田制与之相当 , 规定 : “一夫受露田八十亩 , 妇 四十亩 , 奴脾
依良人 , 限数与在京白官同 。 丁牛一头 , 受田六十亩 , 限止四牛” ¾。 由于在授 田时对于人 口数
只有年龄的限制 , 而没有数量的限制 , 相反对牛却有数量的限制 , 因此 , 可以肯定用于种植的土
地面积要大于牧地 ,假定一个五口之家 , 三男二女 , 则所受田当在 160 亩以上 , 至少也有 120 亩
(假设其中有一 男十五以下 ) , 须知这 120 至 160 亩仅是专种谷物的露 田 , 还不包括每个丁男
20 亩 、丁女 10 亩的用于种桑养蚕的桑田和丁男 10 亩 、丁女 5 亩的用于种麻织布的麻田 , 以及
小块蔬菜地 , 总的授田面积为 :
(40 X 3) + ( 20 X Z ) 十 ( 20 X 3) + ( 10 X Z ) + (10 X 3) + (5 X Z ) + (0
.
2 X 5 ) = 26 1 亩
或 (扣除 一 未满十五岁男孩 ) :
( 40 丫 2 ) + (20 X Z ) + (20 X Z ) + ( 10 X Z ) + ( I O X Z ) + (5 X 2 ) + (O
.
Z X 4 ) = 2 10
.
8 亩 。
而丁牛所受之 田 , 满打满算也至多只有 120 亩 。 也就是说 ,农 田和牧地的比例大致为 2:
1
。
2 : 1 的农 田和牧地的比例比 《周礼》中的记载要小一半 , 所以 “魏令 ”又有补充规定 : “职分
公 田 , 不问贵贱 , 一人一顷 , 以供当株 自宣武出猎以来 , 始以永赐 , 得听买卖”¿ 。 但能够拥有
职分田的人毕竟不多 , 一些人恐怕连 自己应得 的露田和桑田等也得不到保证 。 于是北齐天保
· 食货志》。





年间 (5 0 一一5 5 8 ) , 宋世 良建议 “请以富家牛地 , 先给贫人 ”¹ 。
从魏晋南北朝所实行的均田制来看 , 当时的牧地与农 田的比例虽然在下降 , 但毕竟牧地在
法律上和现实中存在着 。 这在农书中也有所反映 : 《齐民要术》中有专门的“种首楷 ”一节 , 首
楷 , 尽管可以当作蔬菜供人食用 , “春初既中生瞰 , 为羹甚香” , 但主要还是作为牧草 , “长宜饲
马 , 马尤嗜” º 。 书中还有关于种菱 ( 干饲料 )的记载 : “羊一千口 者 , 三四月 中 , 种大豆一顷杂
谷 ,并草留之 ,不须锄治 ,八九月中 , 刘作青菱 ” 。 青菱 , 即指未老之前收割 , 留作牲畜越冬的干
饲料 。 根据《齐民要术》的记载用作青菱的品种主要有 :壹豆 、胡豆 、蓬 、黎 、荆 、棘 、大小豆箕 、高
丽豆其等» 。
唐宋时期 , 均田制中虽然没有了 丁牛受田的规定 , 但牧地还存在着 。 唐代的王公百官及富
豪之家 , 可以采用请射等方式取得牧田 , 于是有人借故向政府要求给予牧地 , 甚至有人“无马妄
请牧田” , 出现了“置牧者 , 唯指山谷 , 不限多少 ”的情况 , 更有甚者 , 有人把牧地发展到 “两京去
城五百里内”¼。 宋代还有一些人家拥有牧地 。 宋“真宗景德初 , 诏诸州不堪牧马闲田 , 依职 田
例招主客户多方种漪 , 以沃疮分三等输课 ” 。 “熙宁六年⋯⋯ 兴平县抑 民田为牧地 , 民亦 自言 ,
诏悉还之 ”½ 。 宋淳熙年间 ( 1174 一 118 9) 颁布的治蝗法规中就规定 : “诸官私荒田 (原注 : 牧地
同 ) ,经飞蝗落处 , 令 、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” 。 可见当时还有一定数量牧地 。 但在法律上 , 牧地
已被废除 , 大多数人已没有了牧地 , 而且现实中所存在的部分牧地也在逐渐减少 。 故南宋初陈
亨说 : “古者分田之制 , 必有莱牧之地 , 称 田而为等差 , 故养牧得 宜 , 博硕肥胎 , 不疾痕 盆也 。
⋯⋯后世无莱牧之地 , 动失其宜 ” ¾。 也许法律上废除牧地 , 仅仅是依据一些地方人多地少的
现实来制定的 , 很难想象一些地方连供应人吃饭的口粮田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 ,还有牧地的
存在 。
不过在一些人 口相对较少 、土地出现撂荒的地方 , 牧地的存在仍有其合理性 。 明末清初一
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仍保留田莱制 。 如广东“上番禺诸乡 , 地痔而民皆窥 , 耕者合数十家牛 , 牧以
一人 , 人以一日。 其牧牛之田 , 日 牛田 , 所生草 , 冬亦茂盛 , 食牛肥泽”¿ 。 又 , 清蒲松龄《农蚕经
·二月》“种首楷 ”条载 : “野外有晓田 , 可种以饲畜” 。 证明当时北方一些地区还保留了一定的牧
地 。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,傣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还有所谓的“食牛田 ”和 “食马田 ”等À 。 由
于莱牧制度的存在 , 保证了畜牧发展所需要的草场和饲料 , 为畜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。
二 、 放 牛
放牛 , 不同于牧牛 。 有放必然有收。 何以要收? 为其害稼也 。 先前由于有专门的牛田牧
地 , 畜牧与种植之间的矛盾虽没有充分显露出来 , 但矛盾业已存在 , 典型的就是牲畜对于作物
的踏食 。 在《诗经 ·小雅 · 白驹》中就有“皎皎白驹 , 食我场苗” , “皎皎 白驹 , 食我场霍 ”这样 的诗
¹ 《通典 ·食货 ·田制下》。º 《齐民要术 ·种首稽》。» 《齐民要术 ·养羊》。¼ 《册府元龟》卷 495《邦计部 ·田制》, 天宝 卜 一年十 一月乙丑诏书 。½ 《宋史 ·食货志上 · 农田》¾ 《陈努农书 ·牧养役用之宜篇第 一》¿ 清 ·屈大均 :《广东新语》。À 见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之九 。
句 , 可见当时 , 畜牧与种植业之间就已存在一定的矛盾 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, 当时划定了严格
的区域用以畜牧 , 所以《诗经》中又有 : “驯骊牡 马, 在炯之野” ¹ ”之句 。 “ 邑外谓之郊 , 郊外谓之
牧 ,牧外谓之野 , 野外谓之林 , 林外谓之炯 ” ‘二。 炯 , 是牧马的地区 。 “载师掌任土之法 , 以物地
事 ,授地职 , 而待其政令 。 ·一 以官田 、牛田 、赏旧 、牧田任远郊之地 ” » 。 何以要选择边远地区放牧呢? 《驹》篇郑笺 : “必牧于炯野者 , 避民居 与良田也 ” 。 《史记 ·货殖列传》所说的“陆地牧马
二百蹄 , 牛蹄角千 , 千足羊 . 泽中 于足滋 ” 陆和泽 , 指的是还未经开垦的丘陵和沼泽地区 ,这些
地方因距农田较远 , 放牧小致 r构成对庄稼的危害 , 因此 , 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作为牧地来使
用 。
在西方 一也有类似的阶段 。 西方的农牧结合起初也是 种松散的形式 。 耕地和牧场是分开
的 , 或者说耕地以外的都是牧场 , 后来牧场被部分地兀限出来种植谷物 , 称为外 田 ; 原来的耕
地 , 因其靠近村落 , 被称为内田 、 l勺田是 固定的 . 通常犁成 长条。 大部分的肥料都施在内田 。
外田是半固定的 , 施以少量的肥料 , 一直到不能耕种击要休闲为止 , 一般是种三年燕麦 , 休闲三
年 , 休闲期也许又用作牧场 。
但农田与牧地的这种分布状况 , 有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改变 。 也就是说 , 尽管以居
民点为中心 , 内圈主要是农田 , 外圈是牧地 。 但由于 战争的破坏 , 田地的荒芜 , 以及游牧民族的
内迁 , 牧地也有可能内迁而挤占农田 。 汉末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, 以及辽金元统治的北方地
区都曾出现过废农为牧的情况 。 如西晋初年 , 官牛牧场皆在 “三魏近甸”之区 。 北魏 ( 38 6 一
5 6 )初期 , 原本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鲜卑族拓跋部人主中原之后 , 曾“多禁封良田 ” , 以为苑牧 。
最严重的当属蒙古族人主中原之初 , 当时“ 王公大人之家 , 或占民田近于千顷 , 不耕不稼 , 谓之
草场 , 专放孽畜” ¹ 甚至有人提出“汉 人无补于国 , 叮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”的主张½ , 这种做法
给北方农业生产带来 r 很大的破坏
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回潮 。 其后人 「」渐复 , 耕地渐狭 , 废牧还耕的呼声又起 。 晋武帝咸宁
四年 (27 8) 朝廷便听从 r杜预的建议 , 并佃 三魏牧地 , 明其考课 , 用以发展谷物生产¾。 晋惠帝
元康六年 (29 6 ) , 束哲又 L书说 : ‘州司 十郡 , _上狭人繁 , 三魏尤甚 , 而猪 、羊 、马牧布其境内 , 宜悉
破废以供无业” 他主张悉徙诸牧冀北 ‘ . 以充其地 , 使马 、牛 、猪 、羊 , 屹草于空虚之田 ” ¿ 。 北魏
太武帝 (4 24 一 450 )时 , 便听从 」’ 高允等人的建议 , “除田禁 , 悉以授民 ” À 。 太和年间 ( 47 7 一
49 9 )
, 孝文帝接受 了朔州刺史司马跃的建议 , 废朔州境内黄河以西苑 囿 , 将其土地分给民众耕
种Á 。 正始元年 ( 50 4) 十二月 , 孝明帝 卜沼 , 以苑牧公田分赐从代郡迁往洛阳的民户 。 延昌二
年 ( 5 13) 闰 _二月 , 再次以苑牧之地 , 赐从代郡迁洛阳 的 _无田 户协 一 与此同时 , 还出现 了有人 “招
引细人盗种牧田 ”的案件叨 。 蒙 「1. 族也在儿世祖忽 J必烈即位之后 , 重新确立 了国以农桑为本的
鲁释地钊耶介·束高宣司杨雀1性2味洲门z嘴,lf川月,一经准礼代史书朽一份你佃(,[)]伙把格慨傲做38¹价留»¼¾¿À一叮公一
政策 。 停止占农 田为牧地 , 同时对 已经毁 占者 , 令其适当清退 , “听民耕垦 ” ¹ 。 如至元元年
( 12 64 )
, 忽必烈带头将皇室部分牧地 “ 分给农之无田 者” º ; 至元十年 ( 12 73 )三月 , 将山东临邑
牧地“二十万余亩 , 悉归于民” » 等 : 与此同时 , 元政府还出台 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。
尽管牧地有时候要侵 占农田 , 但总的趋势是牧地让位于农田 。 唐代诗人张 薯《牧童词》云 :
“远牧牛 , 绕村四面禾黍稠 。 破中饥鸟啄牛背 。 令我不得 戏垅头 ” ¼ , : 储光羲《牧童词》亦 云 :
“不言牧田远 , 不道牧破深 ”½ 。 唐代均田制中没有 丁‘ 牛受田的规定 , 有人借故 l台政府要求给予
牧地 , 甚至有人 “无马妄请牧田 ” , 唐政府承认 了牧 田的合理性 , 但同时又觉得必须对牧田所在
的地区有所限制 , 于是唐天宝十一年( 75 2) 下诏明文规定 : “两京去城五百里 内 , 不合置牧地” ,
“置牧者 , 唯指山谷 ,不限多少 ”的 、。 这就照顾到 f 两个方面的需要 , 一是发展畜牧业的需要 , 一
是发展农业和民居建筑的需要 。
在农牧争地之战中 , 种植业首战告捷 , 迫使畜牧业让出 了民居与 良田 , 而退避到荒郊野外 。
但在这个阶段 , 牧业还毕竟有自己的专用领地 , 只不过这种领地在 日益缩小 , 商代甲骨文中就
有“垦牧”的记载 , 即将牧地开垦成农田 。 春秋战国时期 , 随着铁器和牛耕 的广泛使用 , 大规模
的开垦成为现实 , “垦草” 、 “治莱”的结果 , 使得一些地方出现“无所当牧牛马之地 ” ‘, , 畜牧业的
发展就受到巨大的影响 。 当此之时 , 如何来发展畜牧业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。
选择之一 , 以粮食喂马匹 , 但这种作法很快遭到人们的反对 。 西汉时期 , 就有所谓 “肥马瘦
人”之讥À ,唐白居易“采地黄者”一诗Á ,也讽刺了以粟喂马的做法 。 显然在粮食问题得不到解
决的前题下 , 以粮食喂马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。
选择之二 , 就是谷草轮作 , 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 , 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 。 这
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 , 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。 尽管农作物的收获期并不一致 ,
但以秋季为多 , 所以秋季及秋后的几个月 , 即农历的八月 、九月 、十月 、十一月是放牧比较集中
的月份 。
《王居明堂礼》载 : “孟冬命农毕积聚 , 继放牛马” 。 有人不知有收后放牧之事 , 认为孟冬之
时正当收马人厩 , “放 ”显系 “收 ”字之误 , 便依据《月令》郑注作 “系收”  。 实则各本均作 “继
放” 。 继放 , 也就是收获之后接着放牧的意思 。 “九月筑场圃 , 十月纳禾稼 ”À , 孟冬十月 , 正是
作物收获之时 。 作物在收获之后 , 由于谷物已经归仓 , 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 , 同时收获时所遗
留下的残茬 、余穗等物 , 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 , 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 “稻孙 ” 即“再生
禾”等 , 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 , 而牛等牲畜所遗粪便又是 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 。 于是 ,
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 。 宋梅尧 臣有诗 日 : “力虽穷 田畴 , 肠未饱 当寂 。
抚贫甚袭墨乙》。道光《济南府志 · 田寿传》。《全唐诗》卷《全唐诗》卷 38 2 , 张籍 一 , 第 428 1贝 。13 6 , 储光羲 一 , 第 1374 贞 。《册府元龟》卷 495《邦计部 · 田制》, 天宝 l一 年 卜 月乙 l王诏书 。《战国策 ·魏策一》。《汉书》卷 72 《贡禹传》: “方今溉 马食粟将 力匹 今民大饥 . 血溉 ‘今食粟 . 苦其太肥 , 气盛怒至 , 乃 日步作之 , 愿减损乘
凌晨荷锄 去 , 薄暮 不效筐 。 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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稼收风雪时 , 又向寒坡牧” ¹ 。 各地方志中都有这类的记载 , 如 , “十月⋯⋯农真毕 , 放牛于山
野” º 。 “十月刘获毕 , 放畜于野” » 。 秋后放牧 , 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牛的节 日 。 “韶州十月朔
日 , 农家大醉 , 为米核相馈 , 以大橄粘牛角上 , 曰 牛年 , 牛照水见影而喜 , 是 日牛不穿绳 , 谓之放
闲”¼ , 所谓放闲 , 就是指在农 闲时放牧 。 《百牛图卷》½ 反映的就是唐宋时期大群水牛集体放
牧的情景¾ 。 收后放牧并非 中国特有的情形 , 在世界其它农业 国家 , 如印度 , 也有类似的情
况¿ 。 放牧以牛羊为主 , 但猪也在放牧之列 , “八 、九 、十月 , 放而不饲 。 所有糟糠 , 则蓄待穷冬
春初 ” À 。 “采人此月即放 , 不要喂 , 直至十月 。 所有糟糠 , 留备穷冬饲之Á ” 。
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, 但也会牵涉到某些农事的安排 。 宋咸淳
年间 (1265 一 12 74 ) , 黄震在抚州任太守期间 , “见五月间方有人耕荒 田 , 尽破荒草抽了地力 , 不
知何故? ”问 : “尔农如何不秋耕 ?  ”所谓秋耕 , 就是在秋收之后所进行 的翻耕 。 秋耕可 以改善
土壤结构 , 除虫灭害 , “盖秋耕之利 , 掩阳气于地中 , 蝗蛹遗种皆为 日所曝死 , 次年所种 , 必盛于
常禾也” 0 。 今天看来 , 宋时抚人不秋耕 , 耕作相对粗放是其原因 , 但秋后放牧可能是另一个原
因 , 因为田地不经秋耕 , 任其长草 , 或萌发稻孙 , 可以畜牛 。 元代的时候 , 秋耕得到提倡 。 但考
虑到放牧的需要 , 元时秋耕还是有选择性的 。 元武宗至大三年 ( 13 10 ) , “申命大司农总掣天下
农政 , 修明劝课之令 , 除牧养之地 , 其余听民秋耕 ”。 。 也就是说 , 用于秋后放牧的农 田不需要
秋耕 。 元仁宗皇庆二年 ( 1313) , “复申秋耕之令 , 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 ” 0 。 何以大都等五路
只许一半的耕地实行秋耕 ? 原因可能在于放牧 , 因为京师地区畜牧比重大 , 许多国营牧场都设
在大都附近 , 而秋耕不便放牧 , 所以只许一半耕地实行秋耕 , 另一半自然留给放牧 。 在存在收
后放牧的地区 , 一般都不种植越冬作物 。 傣族习惯稻谷收获后 , 随意在 田间放牧牛马 , 无人看
管 , 即使有少数种小春作物的 ,也因牛马践踏而多无收成 。 所以坝子一般不种小春作物。。
作物收成之后 ,耕地用来发展畜牧业的另一种作法 ,便是种植饲料作物 , 即实行谷草轮作 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 ,虽然在法律上和实际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牧地 , 但牧地 的数量可能非常有
限 , 且显然不能满足畜牧生产的需要 , 突出地表现在越冬饲料的不足 , 为此 , 当时许多人家都选
择在八月收获开始 , 劳动力紧张的时候 , 卖羊雇人 , 以减少畜群越冬的存栏数 。 贾思裸 自己 就
有切身的体会 , 他说 : “余昔有羊二百 口 , 菱豆既少 , 无以饲 , 一岁之中 , 饿死过半。 假有在者 , 疥
痰赢弊 , 与死不殊 , 毛复浅短 , 全无润泽。 余初谓家自不宜 , 又疑岁道疫病 ,乃饥饿所致 , 无他故
也”  。 为 了弥补牧地的不足 , 增加牲畜越冬草料的供应 , 当时采用 了一个谷草轮作的办法 。
宋 ·梅尧臣 : 《农具诗 ·耕牛》。康熙四十九年 ( 17 10 )《彭水县志》卷 3( 风俗 ) 。光绪二十年 ( 18 9 4 ) (黔江县志》卷 5《风俗 ) 。屈大均 : 《广东新语》。图见(文物》19 7 8 年第 5 期 图版陆 。谢成侠 : 《中国养牛羊史》, 农业出版社 , 19 85 年 , 第 7 贞 「现存 于大英 博物馆的 幅 巧95 年印度莫卧 JL又M ug l二]) 王朝时期的缩微绘画中就传神地描绘 了牛羊被他们的牧人赶到收获后 的田中牧食收割后的残株的情 形 。 19 世纪的印度文献也有关于收后放牧 的记载 . 详见 H a r l如15 M uk hi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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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做法是“种菱者 , 用麦底” ¹ , 即收获麦子之后 , 在麦田里种植菱豆 , 以做为牲畜越冬的干草
料。 这种做法 , 与在麦收之后 , 将牲畜驱赶到麦田里放牧 , 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, 即畜牧与谷物轮
流用地 。
三 、 摩 牛
糜牛 , 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食草 。 清人刘应棠说 : “念牛食犹 , 「恨也 ,择善水草
牧之 。 用长绳系牛 , 随其绳尽处而食 , 食尽更场 如前 , 土人 曰 ‘放牛 ’ 、 曰 ‘游牛 ’ , 又 曰 ‘糜牛 ’ 。
至伏热蕴隆时 , 尤恐牛苦喝 , 复牵息之大树下 。 青草饱黄牛 , 绿荫当午睡 , 牛之乐如何? 嗯 ! 牛
之乐亦惟此时而已” º 。 其实 , 糜对牛来说并不是一件乐事 。 糜牛之时 , 虽然将牛暂时地从犁
耙之上解脱出来 ,却只给了牛畜有限的自由 , 被糜之牛只能在一个以木桩或树株为中心 , 以牛
绳为半径的范围内活动 。 为何要限制牛的活动范围道理很简单 , 就是怕牛糟蹋庄稼 。 刘应棠
在提到糜牛的原因时指出 : “苗既盈野 , 肃然无敢纵畜践者 ” » 。
糜牛作为一种对牛的控制形式很早就已存在 , 可以说 , 对牛力的使用最早就始于糜牛 。 但
作为一种养牛方式 , 它的出现可能是在唐宋以后 。 唐宋以后 , 随着人 口的增加 , 人均耕地的占
有量在剧减 ,这从唐朝所实行的均田制中有所反映 : 一是受田对象已从十五提高到十八 。 二是
人均受田面积下降。 出现所谓“民田不赡 ”的事实¼。 现有的土地已不足以养活现有的人口 ,
于是唐代出现了“四海无闲田 , 农夫犹饿死”的局面½ , 宋代则采取了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来控
制人口 , 一些地区由于 “地狭人稠 , 无以赡养 , 生子多不举” ¾ , 东南数州之地被迫采取了 “游子”
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数量 , 以至 “男多则杀男 , 女多则杀女” ¿ 。 人多地少 的矛盾 , 似乎已 达到极
限 。 在这种情况下 ,扩人耕地面积已是迫在眉睫 。
唐宋时期 , 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 , 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
食种植。 早在唐开元 、天宝年间 (71 3 一 7 5 5 ) , 就已是 “耕者益力 , 四海之内 , 高山绝壑 , 未粗亦
满” À 。 至宋元佑年间 , “ 自邑以及郊 , 自郊 以及野 , 馋崖重谷 , 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 , 皆为膏腆
之壤 ”Á ;特别是梯田等的开发 , 更使得一些地方达到了“水无涓滴不为用 , 山到崔鬼犹力耕”的
地步  , 然而“山乡细民 , 必求垦佃 , 犹不胜稼 ” 0 。 与此同时 , 水乡地区由于抒田的开发 , 原来一
些可供放牧的草泽也被开垦出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 。 在这种情况下 , 用于畜牧生产的土地
的减少 , 自然也就可想而知。 唐代均田制中取消“丁牛受田 ”¾ 便是耕地不足而缩减牧地的反
映 。
唐宋以后 ,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牧地已被开垦成农田 , 于是牛在耕田之余 , 只好或 “逐之水
¹ 《齐民要术 ·大豆第六 )oº 清 ·刘应棠 :《梭山农谱 ·游牛》, 王毓瑚» 《梭山农谱 ·游牛》。¼ <隋书 ·王谊传)o½ 唐 ·李申:《悯农诗)o¾ 《宋史 ·食货志)o¿ 《宋会要 ·刑法》。À 《元次山集》卷 7《问进士第三》。Á 宋 ·曾安止 :《禾谱序》。
 宋 ·方勺 : 《泊宅编》À 《王祯农书 ·农器图谱集之一》。
 详细内容见《唐六典》卷 3《户部尚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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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, 或放之山上 ” ¹ , 牧牛为放牛所代替 , 然而放牛也不能随心所欲 , 宋人袁采就 曾告诫 : “人养
牛羊 , 须常看守 , 莫令与邻里 , 践踏山地六种之属 ; 人养鸡鸭 , 须常照管 , 莫令与邻里 , 损啄菜茹
六种之属 ” º 。 牧地让位于农田 , 于此可见 一斑 。
种植业的发展不仅挤 占了可以放牧的土地 同时也挤 占了可 以放牧的时间 。 先前 , 专用牧
地的减少还可以通过收后放牧 , 或谷草轮作 ,来取得一定程度的补偿 , 而且这种作法在个别开
发较迟的地区一直存在到明清时期» 。 唐宋以后 , 耕地明显不足 , 这迫使人们积极扩大耕地面
积的同时 , 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, 从而导致了复种指数的提高 。 最典型的就是稻麦二熟制和双
季稻 。 宋代农学家陈 事提到 : “早 田获刘才毕 , 随即耕治晒曝 , 加粪塑培 , 而种豆麦蔬茹 , 因以熟
土壤而肥沃之 , 以省来岁功役 , 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” ¼ 。 当时尤以昊中的多熟 种植发展最
为迅速 。 “吴中之民 , 开荒垦窿 , 种粳稻 , 又种菜 、麦 、麻 、豆 , 耕无废好 , 刘无遗垅 ” ½ 。 “种无虚
日 , 收无虚月 ”¾ 使收后放牧成为不可能的事 , 于是沿用 了数以千年的习俗开始革除 。
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 一个例子 : 乾隆以前 , 湘南 、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 , 八
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 , 即在早稻收割后 , 放牛于野 , 不加管束 , 这样 , “稻孙”被牛食尽 。 而作为
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 , 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 , 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 。 这就限制了晚
稻等后作的发展 , 直到清乾隆年间 , 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¿ 。
但随着稻麦 (荞麦 ) 、稻菜 、稻豆等轮作制和稻稻连作的实施 , “禁牛畜践踏 ”À , 革除“八月
抛牛放野 ”之俗的呼声越来越高。 为此 , 政府和 民间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 , 如民间的“筑墙以御
牛牲 ” 、 “冬至后均禁使牛” Á ;政府的设厂圈牧 养 ;放牧之时有专人看守 : 以 田亩相连者五户或
十户为单位 , 设立团簿 , 各户相互监督 , 有纵放践食者 , 应照公议赔偿 , 等等  。
湘南 、湘西地区许是由于开发较迟 , 至清代才开始革除抛牛之俗 , 而江浙地区在唐宋时期
便已采用圈养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是由J 三多熟种植所引起的放牧不便 。 南宋周去非在《岭外代
答》中对浙人养牛做过总结 , 其日 : “牛自深广来 , 不耐苦作 。 桂人养之 , 不得其道 , 任其放牧 , 未
尝喂饲 。 夏则放之水中 , 冬则藏之岩穴 。 初无栏屋 , 以御风雨 。 今浙人养牛 ,冬月密闭其栏 , 重
稿以藉之 。 暖 日可爱 , 则牵出就 日 , 去秽而加新 , 又 日取新草于山 , 唯恐其不一饭也 , 浙牛所以
勤苦而永年者 , 非特天产之良 , 人为之助亦多矣 、 ”这里周去非只是 比较了两地放牧与圈养之优
劣 , 而并没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。 实际 L , 除 了气候上的原因之外 , 两地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 ,
可能是采用不同养牛方式的根源 。 养牛方式的改变 , 并不意味着畜牧业的发展 , 相反却意味着
畜牧业的萎缩 , 因为从后来江浙历史发展来看 , 制约江浙地区农业发展的畜力紧张状况并没有
因此而缓解 。
抛牛之俗的革除 , 使可 以 自由放牧的时间缩短 , 实际 _ L等于养牛的土地更少了 。 但牛又并
《陈下农书 ·牛 说》。《袁氏世范》卷 下清 ·乾隆二 十六年 ( 17 6 】)《衡阳县志》卷 3 , “物产”载 : “近者新田尽 艺 , 牧牛无 隙地 , 太迟则恐践踏无收 , 故约禾以白
露先后 为期 , 而通邑遂稀晚稻 ”陈贾农书 ·耕褥之宜篇》宋 ·吴泳 : 《鹤林集》卷 3t)’降兴府劝农文 ”
f陈粤农书 ·六种之宜篇》清 ·乾隆 几十六年 ( 17 61 )《衡阳县志分卷
清 ·道光八年 ( 18 28 )《永州府成》引《祁阳
卜吃物
县 己》载 : “向来 七 、八月间 获妥后 , 便无 所事 , 以地不宜麦 。 而来岁春耕又
早故也 。 当 于收获后 , 添种荞麦 、油 荣 、萝 卜, 以佐姿娘 又戒 l[1 卜苟索 , 禁牛畜践踏 , 则民利赖多矣 ” 。清 ·乾隆三 1一 五年 ( 17 7 ())《郴州总志》卷 25 , 峨农 少》谭天星才乾隆时期湖南关 于推 )’ 一 双 季版的 场 人i仑战 ; , 、亥中国农 史》19 86 年第 4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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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, 唐宋以后 , 人们对于耕牛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。 唐人认为 , “农
功所倾 , 实在耕牛” ¹ , “牛废则耕废” º 。 宋人则说 , “切惟 民生之本在农 , 农之本在 田 。 衣之本
在蚕 , 蚕之本在桑 。 耕犁耙种之本在牛 , 耘锄收获之本在人” » 。 “农者天下之大本 , 衣食财用
之所从出 ,非牛无以成其事 ” ¼。 这样就产生 了一个矛盾 , 一方面要将土地尽可能地种上庄稼 ,
以满足人们的衣食所需 ;另一方面 , 又不能将所有的土地都种上庄稼 , 还必须保 留一定的土地
来养牛 ,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 , 养牛也是养人所需 。
糜牛即是为了解决这对矛盾而出现的 。 它的作用在于使牛能够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获得
草料 , 同时又不致危害到庄稼 。 并且经过巧妙的安排还可能对庄稼有一定的好处 。 请看陈勇
的安排 : “高田视其地势 , 高水所会归之处 , 量其所用而凿为破塘 , 约十亩即损二三亩以储畜水 ;
春夏之交 , 雨水时至 , 高大其堤 , 深阔其中 ,稗宽广足以有容 ;堤之上 , 疏植桑拓 , 可 以系牛 。 牛
得凉荫而遂性 ,堤得牛践而坚实 , 桑得肥水而沃美 , 旱得决水以灌溉 , 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 。
⋯⋯又田方耕时 , 大为滕垄 , 稗牛可牧其上 ,践踏坚实而无渗漏 。 ⋯⋯其歌斜坡陆之处 , 可种蔬
茹麻麦粟豆 , 而傍亦可种桑牧牛 。 牛得水草之便 , 用力省而功兼倍也 ”‘ 。 但是糜 牛仅仅是解
决了春夏两季耕牛的饲养问题 , 而并不能解决由于禁止秋后放牧所引起的食物的匾乏 。 由于
饲料的缺乏 , 养牛的成本变得很高 , 也使得一些贫苦之家 , 无力承担养牛的费用 。 明末宋应星
算过这样的一笔帐 : “愚见贫农之家 。 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 。 窃盗死病之变 。 不若人力亦便 。
假如有牛者 。 供办十亩 。 无牛用锄 。 而勤者半之 。 既已无牛 。 则秋获之徒 。 田 中无复当牧之
患 。 而菠 、麦、麻 、蔬诸种 。 纷纷可种 。 以再获偿半荒之亩 。 似亦相当也 ” ¾。 因此 , 一 些贫苦
之家选择了不养牛 , 而种菠 、麦 、麻 、蔬等 。 因此 ,糜牛开始之 日 , 也就是牛只数量减少之时 。
唐宋之际开始 , 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 , 然而 , 糜牛开始之初 , 问题还并不十
、 分严重 , 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 。 唐时出现的江东犁就是以牛为其动力的 。 不
仅如此 , 江浙一带的耕牛还曾供应市场 ,如淳化五年 (9 94 年 ) , 政府曾资助宋 、毫 、陈 、颖等州无
牛农户到江浙一带采购耕牛¿ 。 然而 ,进人南宋 以后 , 随着多熟制的盛行 , 实际用于养牛的土
地越来越少 。 比如南宋初年 , 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“大为膛垄 ,稗牛可牧其上 ”的方
式 , 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 , 但到了明情以后 , 膛垄上普遍种上了田腾豆À , 使在田滕上牧牛 已成
为不可能 , 意味着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又减少了 。 “原头草尽不得食 , 牵牛掷镯屠 门来 ” Á , 宰
杀已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, 尽管江浙一带有比较精 良的养牛方法 ,但牛只数量的减少已势不可
挡。 这种减少到了明代就反映到了在耕作上面 ,牛耕广泛地被铁搭所取代 。 徐献忠《吴兴掌故
集》卷 2 说 : “中国耕田必用牛 。 以铁齿把土 , 乃东夷澹罗国之法 , 今江南皆用之 。 不知中国原
有此法 , 抑唐以后仿而为之也 ” 。 为什么要用铁搭代替牛耕 , 有人从经济 、赋税 、牛耕的坏处和
铁搭的好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 , 但惟独没有讲到江南牛力的缺乏 。 实际上 , 江浙一带的农民
(旧唐 书)卷 17 . (敬宗纪) 。
《新唐书 ·武后传)o
宋 ·王辉 : 《秋涧先生大全集》卷 6 2“劝农文 ” 。《陈亨农书 ·牛说》。《陈了农书 ·地势之宜篇》。明 ·宋应星《天 工汗物 · 乃粒 · 稻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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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用牛耕而用铁搭 , 并非有牛不用 , 而是无牛可用 。 如果可能的话 , 农 民哪怕是借 牛也要尽可
能地几上牛耕¹ 。 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, 才被迫使用刀耕 (铁搭 ) , 忍受 “十人当一牛” º 的
现实 。 至迟 自明代末年始 , “吴郡力田者 , 以锄代招 , 不籍牛力 ” 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» 。
反映兰地农业生产的《沈氏农书》和张履祥的《补农书》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 , 农业最发达 的
地区 , 也是畜牧业最萎缩的地区 。
清代 以后 , 中国农 区单一种植业已成格局 。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 , 畜牧的萎缩是中国
农业落后的原因 , 他们仍然是站在畜牧业为种植业服务的立场上 ,认为畜牧业的作用在于给种
植业提供肥料 , 而畜牧业的萎缩 , 土壤中肪需要的的肥料得不到满足 , 导致了地力的衰减 , 并制
约着 中国种植业 的发展 。 在此基础上 , 清人罗振玉提出了辟地粪田之说 , 提倡种牧草以兴牧
业 , 其曰 : “试分农地为二 , 半植牧草 ,半种谷类 , 以牧草饲牲畜 , 而取其粪地为牧场 , 搜溺所至 ,
肥沃 日增 , 必岁易其处 , 今年之牧场为明年之田亩 , 如是不数年瘩地沃矣 ”¼。 辟地粪 田之说 ,
虽然有其积极意义 , 但他并没有改变牧业为农业服务的旧观念 , 并没有把牧业当成一个独立的
产业 , 而正是这种观念 , 导致了畜牧业的萎缩 。 因为在畜牧业为农业服务观念指导之下 , 每当
农业与畜牧业发生矛盾 , 便以牺牲畜牧业来保证农业的发展 。 农业的拓展和人口 的增长过程 ,
也就是畜牧业的萎缩和牲 口的减少过程 。
综上所述 , 牧牛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蓄牛方式 , 在这个阶段有专门的牧场 , 后来牧场垦为农
田 , 形成了农牧轮流用地的局面 , 典型的方式即收后放牧 , 但随着多熟种植制的发生 , 轮作复种
的形成 , 收后放牧也不可能 , 代之而起的是糜牛 ,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 , 畜牧业也就越来越
萎缩 。 但是 , 这三种畜牛方式的存在时间上并非是简单的直线式的更替 , 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
出现逆转 , 同时 , 也有地区上的差异 。 当一些地方已进人到糜牛阶段时 , 有些地方还处在牧牛
阶段 。 战国时期 , 黄河中游部分地区 已 “无所当牧牛马之地” , 代之而起的则是放牛 , “农毕积
聚 , 继放牛马 ” ,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, 以及辽 、金 、元统治的北方地区都曾出现过畜牧业短暂
的回潮 , 农田被畜牧民族的牲口所蹂埔 , 直到清代北方地区仍有小块的牧地存在 。 长江下游地
区唐宋时期“已无莱牧之地 ” , 且随着以稻麦二熟制为主的多熟制的实施 , 秋后放牧也遂废止 ,
代之以 “大为睦垄 , 碑牛可牧其上 ”的糜牛方式 ;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 , 却还保留着秋后放牧的
“抛牛放野”之俗 ,直到清代中叶以后 , 才逐渐废止 。 然而 ,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, 中国南方的一
些少数民族的养牛方式仍然停留在牧牛的阶段 , 一些地区 还有专用牧地的存在 。 糜牛取代放
牛 , 放牛取代牧牛 , 畜牧业被农业蚕食 , 是中国人口 增长 , 农业发展的必然 ,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
不平衡的反映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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